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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文心雕龙》“文体讹滥”说探原
陈贝 高林广

  摘要:“文体讹滥”是刘勰对江左文风的基本判断,这一认识贯穿《文心雕龙》文体论始终,其目的性和重要性自

不待言。刘勰持广义文体观,其所谓“文体”兼及体统、体貌、体裁等;其“讹滥”说,是对六朝及江左文风之背离经

典、追新逐奇,“极貌写物”、“文贵形似”,“诗杂仙心”、“率多浮浅”等倾向的现实指陈。刘勰的“文体讹滥”说,标举

了宪章典诰“准的”、“雅润”的文章规范,强调了“极其心实”、“体周事核”的文体创作要求,树立了“风清骨峻”、“衔

华佩实”的美学风范,提供了“晓变昭体”、“望今制奇”的矫讹良方,具有切实的现实意义。其垂示典诰之训、正本矫

讹的文学主张,正是《文心雕龙》的精髓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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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文心雕龙·序志》言:“而去圣久远,文体解散,辞人爱奇,言贵浮诡,饰羽尚画,文绣鞶帨,离本弥甚,将
遂讹滥。”①刘勰举“文体讹滥”作为对江左文风的基本判断,不仅总结了“讹滥”的主要表现,也分析了其产生

的社会文化根源,更重要的是,刘勰还胪列了疗治其弊的创作原则、艺术手法及文辞运用等。所谓讹滥之“文
体”,并非单指文章的体类或形式,也非普通意义上的体裁、体貌一类,而是兼有体统范式、体貌风神、体裁风

格等众多内容。因此,“文体讹滥”说实际上包涵和反映了刘勰“雅润准的”的本末观、“为情造文”的情辞观、
“衔华佩实”的文辞观、“蔚风严骨”的风骨观、“资故酌新”的通变观等,是一个完整、严密的系统理论。“正本

矫讹”是刘勰的立论基础与文论精髓,也是释解《文心雕龙》最为关键的一环。
一 明其体统,识其本然:刘勰对“文体”的体认

“文体”一词,在《文心雕龙》中屡有出现,如《宗经》“文能宗经,体有六义”,《风骨》“洞晓情变,曲昭文体”,
《序志》“去圣久远,文体解散”等②。刘勰持广义文体观,此中之“文体”并非单指体式或体类。《文心雕龙》中
的“体”或“文体”,在不同的语境中,有不同的含义和指向。前贤对此有所总结,如,范文澜将《文心雕龙》二十

一篇文体论归为文类、文笔类、笔类三部分③;罗宗强曾指出,《文心雕龙》之“文体”,兼有“体裁”、“体貌”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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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勰著、范文澜注《文心雕龙注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,第726页。按:后引《文心雕龙》文句皆本此书,标点依现代用法,略有改动;如
非必要,不引校语。
刘勰著、范文澜注《文心雕龙注》,第23、514、726页。
刘勰著、范文澜注《文心雕龙注》,第4-5页。



意①;罗根泽又以“体派”论《文心雕龙》之文体②;徐复观则以为,刘勰所指之体乃“体貌”、“体要”、“体制”之
体③;郭绍虞则论为“风格或体制”④;詹福瑞认为,“‘体’既是体裁,亦指体制、体统”⑤。可见,《文心雕龙》中
的“文体”指向确乎异常复杂,各家释解亦聚讼纷纭,莫衷一是。就其所针对的“讹滥”文风而言,本文认为,刘
勰的文体论主要以“体统”、“体貌”、“体裁”为基本致思路径,这是窥测其“文体讹滥”说的关键所在。

(一)体统之正与体制之要

“体”是中国古代文论中最为复杂的概念之一。《文心雕龙》的“文体”首先是指以道为本然的文章“体
统”、“体制”,同时也体现传统儒学规范万物秩序的思想和理念,是为文之大局和肇始,也是弥伦群言的基础

和依凭。纪昀评刘勰《原道》云:“文以载道,明其当然;文原于道,明其本然。识其本乃不逐其末,首揭文体之

尊,所以截断众流。”⑥纪昀之论,揭示了刘勰“尊体”的根源在于统体之道。六朝时期文道离间,舍本逐末,直
接表现为文体流变而至“讹滥”。文道分离必然有伤体之正统,影响到体的规范性和表现力,道亦不能一以贯

之。因而,尊体、变体成为了《文心雕龙》讨论的重点。
体统,即体之统合。《附会》言:

  夫画者谨发而易貌,射者仪毫而失墙,锐精细巧,必疏体统。⑦

刘勰认为,文章若专意于细节描绘,必然会疏离于体统之外。文体的语言结构“呈现自我合目的统一完

整性”⑧,“合目的”即是对文章道统的内在要求。凡是“合目的”的文章,就是“正体”,不“合目的”者,则为“讹
滥之体”。“正体”如四言诗,以垂示儒家典诰之训为目的。《明诗》云:

  若夫四言正体,则雅润为本;五言流调,则清丽居宗。⑨

传统上以四言为诗之“正体”,因此,刘勰强调以典雅温润为根本;五言诗,刘勰以为是“流调”,主张以清

新华丽为主宗。所谓“正体”,亦谓“本体”,即指合乎文类基本要求规范的体式或风格,更接近“合道”之体统。
四言以《诗经》为代表,自然有其典雅温润之遗风;五言虽主清丽而为变体,但刘勰并不反对运用此体,他认

为,如果能做到“神理共契”,即作家的神志符合自然之规律,则不为讹滥。
讹体,是与正体相对的范式,如《颂赞》云:“陈思所缀,以《皇子》为标;陆机积篇,惟《功臣》最显;其褒贬杂

居,固末代之讹体也。”这里所言“讹体”,就如“义(事义)兼美恶,亦犹颂之变耳”,指违背某一特定文体基本

要求的体式或风格。陈思王曹植所作的《皇太子生颂》和陆机所作的《汉高祖功臣颂》都有连缀铺陈的特点,
并不符合“颂”体原本应有的典懿清铄的文辞特点,因此,刘勰目为“讹体”。此论意在说明,文辞(如“颂”)为
道之有形之体,是无形之道的寄寓和依托。立言行事要符合儒家法度,文章写作要以正制讹,合于传统规范,
合于圣贤制定的纲常伦理,这样才能实现文体的纯正与典范。

体,亦谓体制之体,是附着情志、事义、文辞的结构楷式。《附会》云:

  夫才量学文,宜正体制:必以情志为神明,事义为骨髓,辞采为肌肤,宫商为声气;然后品藻玄黄,摛
振金玉,献可替否,以裁厥中:斯缀思之恒数也。

刘勰以人喻文,以人体喻文体,认为思想感情为文章之精神,事义为骨骼,辞采为肌肤,语言音调为声气。
显然,情志、事义、辞采和宫商四者是构成文章“体制”的关键要素。詹锳谓“体制”“包括体裁及其在情志、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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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、辞采、宫商等方面的规格要求,也包括风格”①。纵观刘勰各篇论述可知,其文体观紧扣文辞观、风骨观,
强调了文辞、风骨的整体关联性,文辞、风骨是纠正文体讹变的内在动力。因而,作者只有尊崇法度并加以实

现,方能标举文章的风清骨峻。
《文心雕龙》“文体”之“体”亦是“体要”之“体”。徐复观解释“体要”之体:“系以事义为主之文章而来。”②

徐氏的释解指向了观点、事义。他认为,相对于楚辞系统的感情传统,体要之“体”则代表着以《诗经》为传统

的“事义”系统;以“华侈”与“典雅”为例,凡是与体貌(精神风格)不相符契的体要(观点事义)都是累赘。但从

《文心雕龙》文体论的整体风貌而言,笔者认为,“体要”只是合于要点的文体。在“体制”、“体统”面前,体貌、
体要的意涵都显单薄,并不能涵盖刘勰“文体”论的本来意蕴。要言之,体要并不能涵盖体制。

刘勰认为,为文之道,只有遵循圣人经典的楷式,才能使得文章成为表里浑融的整体。《宗经》篇总结《春
秋》的辞体特征是明白晓畅,“此圣人之疏致,表里之异体者也”③。反之,“去圣久远,文体解散,辞人爱奇,言
贵浮诡,饰羽尚画,文绣鞶帨,离本弥甚,将遂讹滥”④。离开圣人意旨,文与体相离散,遂不成体统了。

依此,判断文体是否清峻宏深,可以将“体统”作为致思路径去评判其是否是沿着圣人体制去弥纶全篇

的;否则,文体将遂鞶帨讹滥。
(二)体貌本原与辞共体并

在《文心雕龙》中,“体”又是文之气结所在,是作家体性在文章中呈现出的通体形貌,即“体貌”。“体貌”
首先出现在《原道》篇:“龙图献体,龟书呈貌,天文斯观,民胥以效。”⑤此所谓“献体”、“呈貌”,即龙马出河,神
龟负文而出,启发圣人伏羲继天而王,始创八卦。在这里,刘勰“体”、“貌”对举,揭示了上古圣人观天象而为

文的特点,呈现了中国早期文体的肇始和发端情形。这里的“体貌”,既非单指情感,也不仅仅喻指文类,而是

对初始文章产出和演化的通体形容。
罗宗强对《文心雕龙》文体论的体认,亦是由“体貌”出发的。他认为,《文心雕龙》之“体貌”包涵动静两

态:体性为静,如《体性》篇“公幹气褊,故言壮而情骇”;体势为动,如《定势》篇“势流不反,则文体遂弊”⑥。罗

先生胪列了刘勰对于作家作品体貌特色评论的诸多文料,着眼于“文章之情思事义与文采”,“义、理、情、志”,
“文辞之表现特色”,“状作品或作家之创作体貌”⑦等方面予以总结和讨论。笔者认为,其论更贴近刘勰文章

体式论的本意。
《文心雕龙》有关体貌、形貌的指陈,往往是与内容体式、情感风格等合而论之的。实际上,这也正揭示了

体貌的综合性、融通性特点。如,《风骨》篇讲:“情与气偕,辞共体并。”⑧黄侃发微曰:“明气不能自显,情显则

气具其中,骨不能独章,辞章则骨在其中也。”⑨情之于气,必如辞之于体;情浅乃无气之征,辞肥则是无骨之

征。再如,《才略》中提到“解散辞体”:“殷仲文之孤兴,谢叔源之闲情,并解散辞体,缥渺浮音,虽滔滔风流,而
大浇文意。”陆侃如、牟世金解释说:“这里所说的‘解散’,即指玄风而言;‘辞体’即‘辞趣一揆’的玄现文辞。
解散:分散,冲淡。”周勋初的解析是:“解散辞体:指冲击其时风行的玄风。缥渺浮音:言玄言诗的虚浮之气

仍存。”体,是文辞之附着;那么,“解散”中的“辞”与“体”的语法关系就应当是并列关系,并非“辞之体”,而
是“辞与体”。这样,在逻辑肌理上,刘勰把文(辞)与体分而论之,也就把能够体现圣人意旨的内容和所运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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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恰当的文章体制分而论之。这体现了刘勰对玄风内容和形式之间错位的不满,揭示了历史和现实、经典和

讹体之间的矛盾。
当然,贯穿文章体貌的不仅仅是形式和内容的协调,更为核心的是作家群体的心性在作品中的集体体

现。徐复观论《文心雕龙》之文体,一方面强调了文体是语言、思想情感、风格的集合统一;另一方面又极言体

貌与性情的关系,力陈体貌、体要不称之弊,称“‘轻靡’始于晋世,而‘新奇’始于谢灵运,然此皆系沿楚辞之

‘丽’的系统而衍变出的”①。的确,从字源上看,“体”的本意是“身体”,这就和作家的才性学习、性情秉性有

着密切的关系。《礼记·大学》:“富润屋,德润身。心广体胖,故君子必诚其意。”②正道出了心与体之间的关

系。由此可证,文心与文体之间有着必然联系。《说文解字·骨部》:“体(體),总十二属也。”③言人身体的各

部分总称“体”。文章辞体之流也称“体”,如此,由身体、肢体而至文体,正显示了中国传统文论的人文化倾

向,也是中国文论的探本之论。自古以来,“体”与“心”就是相依相对的概念,《周礼·春官》贾公彦疏:“统之

于心名为体。”④刘勰《乐府》篇亦云:“故知诗为乐心,声为乐体,乐体在声,瞽师务调其器;乐心在诗,君子宜

正其文。好乐无荒,晋风所以称远;伊其相谑,郑国所以云亡。故知季札观辞,不直听声而已。”⑤在刘勰看

来,声诗即是心体,世风日下造成的心体动摇,会表现在体貌不正上。
《风骨》云:“故辞之待骨,如体之树骸;情之含风,犹形之包气。”⑥其意在说明:辞情须有气力,犹形体须

有骨骸,正是文体实实在在地支撑着文辞。此中之“体”,显然由人之形体演变成为包含辞、情等众多因素的

综合体。如果意脉不通畅,则文章通体了无生气。在《情采》篇,刘勰又强调:“故情者,文之经;辞者,理之纬:
经正而后纬成,理定而后辞畅,此立文之本源也。”⑦此论又包含有文章写作要按照情辞的需要而随类赋体的

含义。可见,在刘勰之论中,无论是命意还是文辞,都深及人的性情,强调了道统之下文心的具体呈现。如果

说“命意”为道,“文体”则为“器”。其中“文”、“体”、“心”三者,既相对独立,又意脉相连、互为支撑,正所谓“一
物携二,莫不解体”⑧,也即一物不统合,则全盘解体。

(三)随类赋体与体要成辞

体,从狭义上讲,是“体裁”之体,偏指文章之楷式辞藻、体派风格。体裁与风格是《文心雕龙》文体论的核

心要义,也是现代学者对文体的普泛看法。吴承学认为:“从《明文(诗)》到《书记》二十篇,分别阐明了各种文

体的历史发展和基本要求,其中包括风格要求。……《定势》篇中集中讨论文章体裁与风格的关系。”⑨学界

也多举《宗经》篇“体之六义”来说明“体”的体裁风格之义,该篇云:

  故文能宗经,体有六义:一则情深而不诡,二则风清而不杂,三则事信而不诞,四则义直而不回,五则

体约而不芜,六则文丽而不淫。

“体之六义”的具体内容是:感情真挚而不虚假,文风清新而不驳杂,叙事真实而不荒诞,义理正确而不歪

曲,文体精约而不繁芜,文辞华丽而不过分。这里的“体”,既是指体裁样式,又指辞藻风格。与徐复观以“神”
为统领的文体论相对,龚鹏程比照“形/神关系”,以为“文体论,所讨论的就是这有关形的知识”,并称文体指

示“辞采、声调、序事述情之能力、章句对偶”等形式问题。笔者认为,这更贴近刘勰对于“辞体”范畴的论

述:“是以子政论文,必征于圣,稚圭劝学,必宗于经。《易》称‘辨物正言,断辞则备’;《书》云‘辞尚体要,弗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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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异’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,体要所以成辞;辞成无好异之尤,辩立有断辞之义。”①也就是说,文体之“体”的
核心在于辞体,徐复观所讲的“体要”也正由此而发。

文章的体裁不同,则风格各异。在《体性》篇中,刘勰举出八体:

  一曰典雅,二曰远奥,三曰精约,四曰显附,五曰繁缛,六曰壮丽,七曰新奇,八曰轻靡。②

这里,不仅涉及风格典雅的“正体”,而且涉及风格繁缛的“讹体”。《体性》篇说:“雅与奇反,奥与显殊,繁
与约舛,壮与轻乖,文辞根叶,苑囿其中矣。”③刘勰以为,无论是什么样的文体风格,都是以文辞为根叶支撑

并充裕其中的。文辞既包括言,又包涵意,因而,文体风格是“内容和形式”的统合④。
“体”作为体裁的用法,在《文心雕龙》中亦比较常见。如《谐隐》:“谐之言皆也。辞浅会俗,皆悦笑也。

……是以子长编史,列传滑稽,以其辞虽倾回,意归义正也。但本体不雅,其流易弊。”⑤这里的“本体”,指谐

隐之辞原本的体类楷式。刘勰崇尚雅正之体,而讹体的出现,只因人们滥用旧的体裁。相对于诗、骚等雅正

之体而言,滑稽的体裁相对鄙俚庸俗,只能供人一时之笑,容易出现过于隐晦的弊病。
如果从创作论角度来看狭义的文体,作家的体派风格的确规定了体裁形制。因而所谓体裁,当然也是就

“体派”而言,即体现在作家群体的心性表现。“体裁”更强调文章的外部形态和整体感,“体派”则强调文章的

思想和意志。刘勰也曾针对不同体派的文体加以精密的分析,《体性》云:

  繁缛者,博喻酿采,炜烨枝派者也;壮丽者,高论宏裁,卓烁异采者也;新奇者,摈古竞今,危侧趣诡者

也;轻靡者,浮文弱植,缥缈附俗者也。⑥

在具体创作中,作家根据具体情境,以才情控驭体类,作品则被随类赋体。体派繁缛者、追求新奇者、体
气轻靡者,就会流于“讹滥”。

综上所述,“体”和“文”一样,在《文心雕龙》中的含义是比较宽泛的,并不仅仅限于“体裁”一义,而是具有

多层次的指向。广义上的“体”,既囊括体统、体制、体势、体性,还指向体裁、辞体、体派等,而狭义上的“体”则
仅仅指楷式与体类。笔者认为,就“文体讹滥”说而言,“体统”、“体貌”、“体裁”是其基本旨意,厘清这一点,对
于了解刘勰的六朝文学观至为重要。“体统”牵涉文章道体大义,“体貌”反映情志心性,“体裁”着眼文章楷式

类型,三者层次清晰,逻辑严密,内涵丰富生动而又充满活力。可以说,中国古代“体”之道统、赋形、雅正等

论,在《文心雕龙》这里都得到了空前的强化。
二 离经逐末,乖道讹新:《文心雕龙》“讹滥”说的具体指向

所谓“文体讹滥”之“讹”,即讹误、错谬;“滥”,意谓不合礼义。贾谊《新书·道术》有云:“动有文体谓之

礼,反礼为滥。”⑦刘勰对于讹滥的乖谬失实及其现实危害,也多从文体层次予以解剖和辨析。散见于《宗
经》、《明诗》、《通变》、《定势》、《序志》等篇中的有关论述,对六朝和江左的“讹滥”之风进行了具体的指陈和分

析,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。
概而论之,刘勰所指“讹滥”主要有以下数端。
(一)背离经典,追新逐奇

辞体辞意是否能够摆脱庸近,是判断文体演进是否讹滥的关键。针对文体的讹变,《宗经》提出“禀经以

制式,酌雅以富言”⑧,意欲通过宗经来规范文章的体制,通过酌取经典中的雅正语言,来丰富文章的意旨和

表达。《通变》篇云:

  搉而论之,则黄唐淳而质,虞夏质而辨,商周丽而雅,楚汉侈而艳,魏晋浅而绮,宋初讹而新。从质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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讹,弥近弥澹。何则? 竞今疏古,风味气衰也。今才颖之士,刻意学文,多略汉篇,师范宋集,虽古今备

阅,然近附而远疏矣。①

他指出,宋初文章的基本特征是“讹而新”。所谓“讹而新”,主要指文章意旨、体式和辞藻取向上的新变

及其所造成的讹乱。刘勰认为,从黄唐到刘宋,文体由质而讹,这是由于“竞今疏古,风味气衰”所致。“竞今

疏古”,是就对待经典和古人优秀文化遗产的态度而言的。下文“多略汉篇,师范宋集”,“近附而远疏”之论,
都是就这一倾向而言的。近者,即宋及江左;远者,即《诗》、《书》经典与汉初文制。“风味气衰”显然是对宋初

文风卑弱、缺乏气骨的概括。刘咸炘评曰:“魏、晋崇尚玄风,专取淡逸,间出绮采。总归轻易,故曰浅而绮。
士衡矜重,故卓尔于当时。宋时大谢及颜,以雕琢为工,气息愈薄而尖新百出,故曰讹而新。彦和所慨于当时

在味薄气衰,主矜重,不主轻靡,固是卓识。”②所论颇能切中肯綮。“竞今疏古”与“风味气衰”是刘宋文坛的

基本趣尚和整体风貌,二者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:正是由于江左体派负气适变,才造成文辞谨细而衰败。
但是,“讹而新”并非一定会走向“滥”,新变是推动文学发展的动力,只要“事出于沉思,义归乎翰藻”③,

变革和创新都是必要且合适的。刘勰以为,齐梁文风之所以“讹滥”,关键在于没有合理承续经典之精神和风

范。刘勰虽然称宋初文章“讹而新”,但是总体认为它距离经典文章的体裁楷式还不是很远,只是追新逐奇的

开始,所以,还没有达到“讹滥”的地步。陆侃如、牟世金说:“商周以后继续发展的趋势,仍是华丽的程度一代

一代逐渐递增,以致发展到宋初的‘讹而新’。既然说‘九代咏歌’都合于‘文则’,这一总的趋势,也当然在

内。”④也就是说,文章创作只要是符合文则,就能够通其变,进而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。
刘勰认为,“追新逐奇”之弊不仅表现在文体之总观上,同时也表现在对具体语言和文字的运用上。《练

字》篇云:

  晋之史记,“三豕渡河”,文变之谬也。《尚书大传》有“别风淮雨”,《帝王世纪》云“列风淫雨”。“别”、
“列”、“淮”、“淫”,字似潜移。“淫”、“列”义当而不奇,“淮”、“别”理乖而新异。傅毅制诔,已用“淮雨”,固
知爱奇之心,古今一也。史之阙文,圣人所慎,若依义弃奇,则可与正文字矣。⑤

卫人把《晋史》之“己亥渡河”错改为“三豕渡河”,爱好奇异的心理在古今都是一致的。史书中残缺的文

字,圣人们极为慎重,如果能够依照字义运用,抛弃爱奇之弊,那就可以与之矫正文字了。由此可见,破解“追
新逐奇”的方法,就是要和圣人一样慎重推敲文字背后实在的意义。周振甫注云:“于是弃同即异,穿凿旁说,
旧史所无,我书则传,此讹滥之本源,而述远之巨蠹也。”⑥在文辞上立说奇险,造成史实的虚构,才是讹滥的

本源。《物色》又云:

  《诗》《骚》所标,并据要害,故后进锐笔,怯于争锋。莫不因方以借巧,即势以会奇,善于适要,则虽旧

弥新矣。⑦

文体讹滥的局面是由于人们一味追逐新奇造成的。刘勰以为,这是不足取的。要对照经典,抓住要害,
借用经典的辞体,循借其事义并加以融会贯通。这样,即便承袭前人之法,也可以推出新意。

(二)“极貌写物”,“文贵形似”
作家在文章创作中,如为文造情,则结言端直;为情造文,则文体讹滥。情和气是文体定势之源,《定势》

曰:“势流不返,则文体遂弊;秉兹情术,可无思耶!”⑧要避免文章体貌的驳杂和泛滥,作家就要控驭情术。
《明诗》开篇讲“诗者,持也”⑨,刘勰以诗歌为例,认为文学是规范人的情性的。推而广之,当作家以任何一种

文体形式书写喜怒哀惧等感情的时候,都应当有所节制,不能肤浅,更不能滥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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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白《古风》其一:“自从建安来,绮丽不足珍。”①刘勰《宗经》篇所提出的“体约而不芜,文丽而不淫”②的

创作主张,主要是针对极貌写物、绮丽追新的齐梁诗风而言的。《明诗》篇云:

  宋初文咏,体有因革,庄老告退,而山水方滋;俪采百字之偶,争价一句之奇,情必极貌以写物,辞必

穷力而追新,此近世之所竞也。③

宋初文体讹变,老庄流行过后,山水诗渐次兴盛。但此时的山水之作讲求骈俪对偶,奇突警策,极尽情

辞,追新逐奇。刘勰认为,这是文体讹滥的又一具体表现。对于晋宋以来文采繁缛、风骨不存的文坛状况,有
识之士多有不满和抨击。刘勰“情深而不诡”、“风清而不杂”的创作主张,体现了当时及后世文人“发乎情、止
乎礼义”④的主流价值追求。《物色》又谓:

  自近代以来,文贵形似,窥情风景之上,钻貌草木之中。……物色虽繁,而析辞尚简;使味飘飘而轻

举,情晔晔而更新。⑤

刘宋以来的文学创作,注重对景物形貌的逼真描绘,重形似而不重神似。尤其重要的是,缺乏真挚情感,
风味不存。在刘勰看来,这就是讹滥。刘勰所指陈的主要是谢灵运等人的山水诗创作。《诗源辩体》称:“晋
宋间谢灵运辈,纵情丘壑,动逾旬朔,人相尚以为高,乃其心则未尝无累者。”⑥谢灵运的作品着眼山水丘壑的

形似,以至于累及内心,不能神似,缺少神韵,正是《物色》所举“味飘飘而轻举,情晔晔而更新”之末度。刘勰

以为,景物虽千变万化,但作者在遣词造句上应注重简练,只有实现“文约”,才能“体约”。这样,才可以避免

形似、泛滥的流弊。《明诗》又言:

  暨建安之初,五言腾踊:文帝、陈思,纵辔以骋节;王徐应刘,望路而争驱。并怜风月,狎池苑,述恩

荣,叙酣宴,慷慨以任气,磊落以使才;造怀指事,不求纤密之巧;驱辞逐貌,唯取昭晰之能:此其所同

也。⑦

建安时期是五言诗蓬勃发展的时期,在述怀叙事上,绝不追求细密的技巧;在遣辞写景上,只以清楚明白

为贵。这是正面的例子。与此相悖的“纤密之巧”、“驱辞逐貌”,当然就是讹滥。《明诗》评《古诗十九首》云:
“观其结体散文,直而不野,婉转附物,怊怅切情,实五言之冠冕也。”⑧刘勰以古为训,树立了创作文体的标

准:在“造怀指事”上,只有风骨充盈,“直而不野,婉转附物”,“为情者要约而写真”⑨,才能达到切情而不泛滥

的目的。
(三)“诗杂仙心”,“率多浮浅”
刘勰结合具体作家、具体作品及文坛趣尚,对玄言、玄风的有伤体统多所批评。东晋南朝玄言诗大盛,这

类诗往往以庄、老玄胜之谈寓之于诗,因其缺乏准的,主体情感容易流逸消散。空泛而不切实际是玄言泛滥

的又一体现,何晏、王弼等人虽以儒家经义杂糅老庄思想谈玄论道,与五经等儒家经典渐行渐远,体统尽失,
终究脱不了肤浅。《明诗》言:

  正始明道,诗杂仙心,何晏之徒,率多浮浅。唯嵇志清峻,阮旨遥深,故能标焉。

正始年间(公元240-249年)的玄言诗,多出于道家思想。刘勰认为,以何晏为代表的诗大多是浮浅之

作,只有嵇康、阮籍之作清峻遥深,可圈可点,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。玄学与禅学的合流,使得玄言诗削弱

了言意二元中“言”的力量,这有悖于文体的基本特质,故郭预衡指出:“以玄学入诗,本来就是意落言筌,有悖

于玄学对物道关系、言意关系的根本认识。所以,玄言诗既是对建安以来文学自觉的反动,也是对老庄与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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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李白全集编年笺注》卷9,安旗等笺注,中华书局2015年版,第885页。
刘勰著、范文澜注《文心雕龙注》,第23页。
刘勰著、范文澜注《文心雕龙注》,第67页。
毛亨传、郑玄笺、孔颖达正义《毛诗正义》,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(清嘉庆刊本)》,第567页。
刘勰著、范文澜注《文心雕龙注》,第694页。
许学夷著、杜维沫校点《诗源辩体》卷7,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,第106页。
刘勰著、范文澜注《文心雕龙注》,第66-67页。
刘勰著、范文澜注《文心雕龙注》,第66页。
刘勰著、范文澜注《文心雕龙注》,第538页。
刘勰著、范文澜注《文心雕龙注》,第67页。



学本质的反动。”①玄学与诗的结合,对诗旨和玄学本身都是有害的,也是有伤体统的。刘勰早就深谙“诗杂

仙心”的弊端,《明诗》言:

  江左篇制,溺乎玄风,嗤笑徇务之志,崇盛亡机之谈。袁孙已下,虽各有雕采,而辞趣一揆,莫与争

雄;所以景纯仙篇,挺拔而为俊矣。②

东晋王谢贵族、袁宏、孙绰等沉溺于谈玄论道,在世事艰难的政治环境下,文人们普遍嘲笑徇务之志,表
露玄淡之风,这与刘勰《序志》以篇制“拔萃出类”、“腾声飞实”③的文学主张相悖。所以,在刘勰看来,这也正

是文体讹滥的表现。关于玄言、玄风,钟嵘《诗品序》也有过尖锐批评:“永嘉时,贵黄老,稍尚虚谈,于时篇什,
理过其辞,淡乎寡味。爰及江表,微波尚传。孙绰、许询、桓、庾诸公诗,皆平典似《道德论》,建安风力尽矣。
……于是庸音杂体,各各为容,至使膏腴子弟,耻文不逮。终朝点缀,分夜呻吟。独观谓为警策,众睹终沦平

钝。次有轻荡之徒,笑曹、刘为古拙,谓鲍昭羲皇上人,谢朓今古独步。”④在《时序》中,面对时代兴替与文体

流易,刘勰也发表了类似的感慨:“自中朝贵玄,江左称盛,因谈余气,流成文体。是以世极迍邅,而辞意夷泰;
诗必柱下之旨归,赋乃漆园之义疏。”⑤刘勰指出,晋尚清谈,延及江左;虽时势艰难,文辞却写得平静宽缓,诗
文创作皆以老庄为旨归。晋宋文章的这种变化是受到了时代的感染,其中,玄风是导致文体流变的主要原

因。文体既大,而义不周密;辞虽引长,而声不通利,这都是为文之大忌。正如《文镜秘府论》所云:“体大义

疏,辞引声滞,缓之致焉。”⑥文心道统发生了变化,体貌亦随之讹变,文气也就随之肤浅缓滞。
刘勰《论说》篇中略论玄学的变迁及旨归,并再次指斥了玄言之弊:“迄至正始,务欲守文;何晏之徒,始盛

玄论。于是聃周当路,与尼父争途矣。……徒锐偏解,莫诣正理;动极神源,其般若之绝境乎! 逮江左群谈,
惟玄是务;虽有日新,而多抽前绪矣。”⑦曹魏年间,何晏之徒开始大肆谈玄论道,于是文坛上出现了“惟玄是

务”的清谈风气。刘勰指出,玄言有“徒锐偏解,莫诣正理”之失,难以达到义直尚实的至高境界。刘勰通过批

评玄言诗指责晋人归玄思、尚黄老的倾向,进而表达了自己对文章功用和文章风格的独特认识。
齐梁文学之失,人所共识。萧子显《南齐书·贾渊传论》云:“今之文章,作者虽众,总而为论,略有三体。

一则启心闲绎,托辞华旷,虽存巧绮,终致迂回。宜登公宴,本非准的。而疏慢阐缓,膏肓之病,典正可采,酷
不入情。此体之源,出灵运而成也。次则缉事比类,非对不发,博物可嘉,职成拘制。或全借古语,用申今情,
崎岖牵引,直为偶说。唯睹事例,顿失清采。此则傅咸五经,应璩指事,虽不全似,可以类从。次则发唱惊挺,
操调险急,雕藻淫艳,倾炫心魂。亦犹五色之有红紫,八音之有郑、卫。斯鲍照之遗烈也。”⑧这段文字对齐梁

文学之失多有总结,其中“疏慢阐缓”、“顿失清采”、“操调险急”、“雕藻淫艳”种种,《文心雕龙》也有过不少类

似指陈。可见,对江左文风之弊的认识,各家趋于一致。对于这样的文体讹变,刘勰多从思想渊源和学术背

景方面考察其存在的必然性,与萧子显相比,其批评态度和批评方法也更为辩证。
晋祖玄虚,宋尚条畅,齐梁以下,务春华,少秋实。“文体讹滥”说的提出,提醒当时的“才颖之士”矫正伪

体,改变浮浅文风,以经典为楷式。这使得刘勰“原道”、“宗经”的文学观念具有更强的现实针对性。
三 雅润准的,“昭体晓变”:《文心雕龙》“文体讹滥”说的意义和价值

“文体讹滥”是《文心雕龙》论文的出发点和现实基础,有关“文体讹滥”的归纳和辨析直观地体现了刘勰

对归正文体、极其心实、圆熟风骨、资故酌新等方面的具体要求,更与其本末观、情辞观、风骨观和通变观等紧

密相连、环环相扣。订正文体讹滥,垂示典诰之训,“执正驭奇”、正本去讹,正是刘勰论文的意旨所在。
(一)标举了“准的雅润”的文章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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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预衡《中国古代文学史简编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,第129页。
刘勰著、范文澜注《文心雕龙注》,第67页。
刘勰著、范文澜注《文心雕龙注》,第725页。
钟嵘《诗品序》,王叔岷《钟嵘诗品笺证稿》,中华书局2007年版,第646-649页。
刘勰著、范文澜注《文心雕龙注》,第675页。
﹝日﹞遍照金刚《论文意》,遍照金刚撰、卢盛江校笺《文镜秘府论校笺》,中华书局2019年版,第433页。
刘勰著、范文澜注《文心雕龙注》,第327页。
萧子显《南齐书》卷52,中华书局1972年版,第908页。



刘勰辨别和衡量“文体讹滥”的重要依据是文学创作是否符合经典规范,同样,其纠正时弊的理论武库依

然是经典。《征圣》篇认为:“稚圭劝学,必宗于经。”①只有尊崇宪章典诰,才能矫讹翻浅,使文章趋于端直。
《通变》言:

  故练青濯绛,必归蓝蒨,矫讹翻浅,还宗经诰,斯斟酌乎质文之间,而檃括乎雅俗之际,可与言通变

矣。②

刘勰通过对时文的批评,提醒当时的人们,要矫正讹滥的文风,必须归正文体,以经典为准的,以雅润为

标准。《明诗》言:“诗者,持也,持人情性;三百之蔽,义归无邪,持之为训,有符焉尔。”③“无邪”之论出于经

典,《论语》曰:“诗三百,一言以蔽之,曰‘思无邪’。”④刘勰以“诗”为经典体式,持人之行,使之不坠,这体现了

他秉持儒家温柔敦厚、中正平和精神的论诗倾向。相比之下,追新逐巧、日竞雕华,显然有悖于中和精神,这
就是讹滥。

文体讹滥的实质是有违圣人之道,纠正的方法是“熔钧六经”。刘勰认为,只有经典才能书写天地,晓解

民生,流传千古。《序志》云:
  唯文章之用,实经典枝条,五礼资之以成,六典因之致用,君臣所以炳焕,军国所以昭明,详其本源,
莫非经典。⑤

只有追溯经典,确乎正式,文章才能发挥其彰显君臣功业、晓明国家军政大事的现实功能。刘勰因经典

以致用,以宪章典诰为文体之本,反对舍本逐末。这些观念对于纠正齐梁文坛有失道统之弊,具有切实的现

实意义。
(二)强调了“极其心实”的创作要求

从刘勰“文体讹滥”的有关论述可见其对“为文之用心”的重视。其“文体论”不仅关涉到文章体式和规

范,更强调了情感对于文章写作的关键意义,也即情感不能讹滥。这为作家表达情感树立了极其心实、体周

事核的准则,深刻影响到了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。
在对讹变的界定和评判中,刘勰表现出了对文体流变中“怪而不辞”、“未极心实”等倾向的担忧,认为作

者只有隐心结文、为情造文,才能避免采滥寡情。以哀辞为例,其《哀吊》言:
  及后汉汝阳王亡,崔瑗哀辞,始变前式。然“履突鬼门”,怪而不辞,“驾龙乘云”,仙而不哀;又卒章五

言,颇似歌谣,亦仿佛乎汉武也。至于苏慎、张升,并述哀文,虽发其情华,而未极其心实。⑥
“不辞”,周勋初释为“文辞不妥”⑦。刘勰称,崔瑗所作哀辞“始变前式”,詹锳解释为:“‘前式’,指哀辞最

初的体式用途。哀辞原只用于夭折者,后不尽限于幼年。”⑧《诗经》中的《黄鸟》哀悼三个优秀青年为秦穆公

殉葬而夭折,情感表达委婉得体;到了汉代,哀辞开始改变了以前的体式,开始写鬼门仙境,还以五言结尾,体
现了道家思想对人们的影响。在刘勰看来,哀辞的体变,带来的是“怪而不辞”、“仙而不哀”,影响了哀伤情感

的表达,违背了哀吊一体原有的基本规范。张升、苏慎(顺)之作,虽然表现出了他们的情思和文采,却未能充

分反映出其内心深处的真实情感。
这充分说明,刘勰意识到了文体是情志的反映,如果文体变而失其正、变而为“体奢”,就会失去真实情

感。《哀吊》篇中,刘勰对潘岳的旧体之作多有称颂,主要也是基于潘岳之作情感上的凄婉真挚:“观其虑善辞

变,情洞悲苦,叙事如传,结言摹诗,促节四言,鲜有缓句,故能义直而文婉,体旧而趣新,金鹿泽兰,莫之或继

也。”⑨然而,刘勰对一些哀体之作的“体奢”却表达了不满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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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隐心而结文则事惬,观文而属心则体奢。奢体为辞,则虽丽不哀。①

依照刘勰的总结,哀文变体之失主要有二:首先,内容上由原来的为童殇夭折而作,变化为“为不幸暴死

之人而作”,扩大了适用对象;其次,形式上,改变了原有纡缓的四言句式。四言义直而文婉,五言虽丽而不

哀,“卒章五言”之式打破了含义纯正、言辞委婉的审美范式。其又云:“而后之作者,采滥忽真,远弃风雅,近
师辞赋,故体情之制日疏,逐文之篇愈盛。”②可见,其文体论与情辞是紧密联系的。正是“采滥忽真”的情辞

论直接导致了南朝后期违背真情、内容空泛的文体面貌。
刘勰通过选文定篇和对具体创作情形的评判,表明自己对文体创作的基本要求,进而树立了文体创作的

规范:只有文体慎变,情志才能得到很好的表达。同样,只有情感真实,文体才能更加合宜。
(三)树立了“风清骨峻”的美学风范

“文体讹滥”论的意义还在于,力避跨略旧规、驰骛新作的创作倾向,标举确乎正式、结言端直的文体趋

向,进而树立了自然而文、风清骨峻的美学风范。
自然而文是《文心雕龙》用以纠正当时文风的重要标的。《原道》云:“至于林籁结响,调如竽瑟;泉石激

韵,和若球锽。”③大抵山水之作,以自然为宗,但如果矫揉造作,“争价一字之奇”,就有违自然之道。纪昀评

曰:“齐梁文藻,日竞雕华,标自然以为宗,是彦和吃紧为人处。”④刘勰标举“自然之道”、“自然之趣”、“自然之

势”⑤,用来反对当时浮靡和矫揉造作的文风。在他看来,遵循衔华佩实的自然之道,是破除背离经典、追新

逐奇的良方。所以,纪昀称刘勰最重要的旨归,即是要通过标举自然来“原道”,来洞晓情变、依义弃奇。正如

詹福瑞所云:“在六朝重文采辞藻的风气下,刘勰提出这样的情采理论,自有其纠正讹滥文风的意义。”⑥

刘勰一再细分“情、骨、辞、气”之间的关系,认为文章之和乐精妙、篇体和谐,是因为文辞、风骨与文体交

相呼应。《风骨》言:“辞之待骨,如体之树骸;情之含风,犹形之包气。”⑦文辞、风骨是融为一体的,文辞依赖

于“骨”,犹如人体必有躯干;情思中包含了“风”,就像形体中包蕴着血气一样。风骨是纠正文章体性讹变的

内在动力,也是归正文体的具体体现。如果说,这里的“体”是形式和构架,那么“辞”还不能算作完全意义上

的文章形式,“辞”只能是比“体”更微小的形式单元,是反映文意和风骨的载体。风辞未炼,则骨采未圆;骨采

未圆,则危败体骸。《风骨》云:

  《周书》云:“辞尚体要,弗惟好异。”盖防文滥也。然文术多门,各适所好,明者弗授,学者弗师。于是

习华随侈,流遁忘反。若能确乎正式,使文明以健,则风清骨峻,篇体光华。能研诸虑,何远之有哉!⑧

针对讹滥之风,刘勰援用了《周书》中开出的治世良方,即要“辞尚体要”、“确乎正式”,反对好高骛远,跨
越旧规。刘勰认为,防止和拯救“文滥”的重要方法是,要文辞体现要义,鲜明刚健;以经典为范式,确立正确、
合适的文章体式,不能急功近利,取巧文意,一蹴而就。依靠写作之术的正确传递和合理继承,文章才能风骨

清峻,篇体光华。因此,刘勰的“文体观”合纵文辞、风骨而言明要义,即文辞要想端直,风骨必须圆熟。依此,
他倡导作家要根据各种体类的演变,追求“功以学成,才力居中”⑨,通过自我修养,成就作家群体捐俗趋雅、
风清骨峻之整体品格。

(四)提供了“昭体晓变”的矫讹良方

刘勰“文体讹滥”之论,为其通变说作了坚实铺垫,意在托出昭体、晓变的矫讹良方,即文体是要变,但过

犹不及;只有晓变昭体、资故酌新,才能“矫讹翻浅,望今制奇”。《风骨》篇曰:“昭体,故意新而不乱;晓变,故

261

四川师范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

①
②
③
④
⑤
⑥
⑦
⑧
⑨

刘勰著、范文澜注《文心雕龙注》,第240页。
刘勰著、范文澜注《文心雕龙注》,第538页。
刘勰著、范文澜注《文心雕龙注》,第1页。
刘勰著、范文澜注《文心雕龙注》,第4页。
刘勰著、范文澜注《文心雕龙注》,第1、530、530页。
詹福瑞《<文心雕龙>创作理论生成的基础》,《首都师范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2021年第3期,第9页。
刘勰著、范文澜注《文心雕龙注》,第513页。
刘勰著、范文澜注《文心雕龙注》,第514页。
刘勰著、范文澜注《文心雕龙注》,第506页。



辞奇而不黩。”①刘勰认为,要熔铸经典,一方面要“昭体”,即清楚辨识文体,这是对正确、规范运用文体的要

求;另一方面要“晓变”,即是通晓文情变化,这是其通变观的反映。文体沿革遵循自身发展的规律,文章才能

篇体光华。两者完满结合,才是成就优良文风的关键。在这里,刘勰为作家提供了具体的写作指导,即一部

成功作品的创作,从横向来说离不开辨识文体,这是对作家空间结构能力的要求;从纵向来看,又离不开通晓

文情,这是对作家把握时代潮流的要求。作家只有张弛有度、望今制奇,才能参古定法、熔铸经典。
文体有常,通变无方,要使文道持续发展,必须在“有常”和“无方”之间寻求科学的通变之术。其《通变》

篇言:

  夫设文之体有常,变文之数无方,何以明其然耶? 凡诗赋书记,名理相因,此有常之体也;文辞气力,
通变则久,此无方之数也。名理有常,体必资于故实;通变无方,数必酌于新声;故能骋无穷之路,饮不竭

之源。然绠短者衔渴,足疲者辍途,非文理之数尽,乃通变之术疏耳。②

刘勰认为,作品的体裁是一定的,但写作变化却是无穷的。如诗歌、辞赋、书札、奏记等,名称和写作的道

理都前后相承,这说明体裁、体类是一定的;至于文辞的气势和感染力,唯有推陈出新才能永久流传。所以,
在实际写作中,作家必须借鉴成功的历史经验,酌取新的文辞声律,并有所创新和发展。这样,就能在文坛驰

骋自如、左右逢源。
通变是文体发展的动力,正确的“通变观”是矫正文体讹滥之良方。作家只有外通文情变化,详辨文体规

范,内修才性学识,才能避免文体讹滥、空结奇字,所成文体风格才能刚健有力。
综上,为纠正“文体讹滥”之弊,刘勰《文心雕龙》立足于“大文体”的视野,在概括和总结文风之失的同时,

也提出了救失补阙、疗正时弊的具体方法和路径,进而清晰地表露了垂示典诰之训、正本矫讹的文体主张。
既能敏锐地发现问题,又能完美地解决问题,这是刘勰的杰出之处,也是《文心雕龙》的精髓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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